
自贸试验区建设带来区域辐射效应了吗
———基于长三角、 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实证研究

彭　 羽　 　 杨作云

摘要： 本文基于交互固定效应模型的广义合成控制法， 以上海、 广东、 天津自

贸试验区和对应的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冀三大区域经济圈为例， 采用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７年的季度数据就自贸试验区运行对区域经济总量和质量提升的辐射效应进行

了实证分析， 同时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广义合成控制法结果的稳健性。 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自贸试验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质量效益指标上

而非总量扩张指标上， 这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总体上遵循了制度创新的路径， 通过

制度创新传导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周边辐射区域的发展不

存在投资挤出效应， 这表明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避免了开发区模式下 “政策洼

地” 所引致的引资竞争效应， 更多体现为投资增量， 而非存量转移； 以上海自贸

试验区为例， 其扩区前后对长三角区域经济的辐射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反映了制度

创新措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试点空间和载体， 进而产生更强的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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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由贸易试验区 （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 建设是新形势下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
大开放、 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的重要载体， 是国家的战略需要。 自

２０１３年 ９月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国内第一个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 到目前为止， 国家层

面先后批准设立五批共 １８个自贸试验区。 其中， ２０１５年 ４月， 国务院批准在广东、 天

津和福建三地设立自贸试验区， 同时批准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运行； ２０１７年 ４月， 辽

宁、 浙江、 河南、 湖北、 重庆、 四川、 陕西等地作为国内第三批自贸试验区正式运行；
２０１８年 ５月， 海南自贸试验区正式启动运行； ２０１９年 ８月， 山东、 江苏、 广西、 河北、
云南、 黑龙江等地作为第五批自贸试验区正式设立， 同时批准设立了上海自贸试验区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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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新片区①。 至此， 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 “１＋３＋７＋１＋６” 覆盖东西南北中联动发展的新

格局。
从战略目标和发展定位上看， 国家层面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初衷与其他各种类型的开

发区 （如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区等） 有很大差异， 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一方面， 自贸试验区建设强调制度创新探索 （李墨丝等， ２０１３［１］； 张幼文，
２０１４［２］）， 即不只是关注引进外资、 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等总量指标所表征的规模扩张，
而更加注重通过制度创新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提升， 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 国

家层面关于各地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定位存在明显的区域导向 （袁波和李光辉， ２０１５［３］；
范霄文和朱维芝， ２０１５［４］）， 如天津自贸试验区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 广东自贸试验

区服务于粤港澳深度合作发展， 福建自贸试验区服务于两岸经济合作发展， 上海自贸试

验区促进长三角一体化等， 因而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不应只关注设立自贸试验区所在地区

的发展， 而应同时关注其设立运行对重点辐射区域产生的经济效应。
从以上背景出发， 基于自贸试验区的运行建设是否对区域经济 （而不仅是设立所

在地） 的联动发展产生辐射效应， 以及自贸试验区建设是否有助于经济质量提升 （而
不仅是经济总量扩张） 二者进行深入分析， 有助于科学评价自贸试验区建设作为一项重

要的国家战略， 是否在实践中通过制度创新、 可复制推广和由点及面的战略设计带动了

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同时也对后续我国自贸试验区网络体系的持续完善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一、 文献回顾

在自贸试验区政策效果评估领域， 基于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 是最常用

的因果推断分析方法之一， ＤＩＤ方法将自贸试验区视为一种 “准自然试验”， 因而在

政策效应评估应用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张军等 （２０１８） ［５］选取我国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省

级面板数据， 运用双重差分法， 分析了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的经济增长净效应及动态

效应， 发现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总体上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叶

修群 （２０１８） ［６］基于季度层面的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我国四大自贸

试验区政策对所在地区 ＧＤＰ 增长率的影响。 研究进一步区分了不同产业对经济增长

的促进效应， 发现上海和广东自贸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 而天

津和福建自贸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多来源于第二产业。 当然， ＤＩＤ方法在政策评

估的实际应用中也可能存在局限性， 一方面， 由于存在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
从而使得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后很难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另一方面， 某些政

策在选择实施对象和时间上并非随机， 从而产生政策内生性问题 （陈林和伍海军，
２０１５） ［７］， 这使得双重差分法的假设条件不一定成立。

政策效应评估领域， 与 ＤＩＤ方法相对应的是合成控制法。 Ａｂａｄｉｅ 等 （２００３［８］；
２０１０［９］） 首次提出和应用合成控制法进行政策分析， 这一方法依据潜在结果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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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２０１９年 ８月 ６日， 国务院印发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 标志着上海自贸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正式启动， 先行启动面积为 １１９􀆰 ５平方公里。



处理期控制变量对控制组单元给予总权重为 １的非负加权， 合成一个与处理组单元

变化趋势相一致的最优控制组， 通过对比政策实施前后处理组与反事实合成组估计

值之差来研究政策效果。 与双重差分法相比， 合成控制法依据处理组单元的权重大

小来选择构成最优控制组的单元， 从而避免了主观选择和政策的内生性等问题

（范子英， ２０１３） ［１０］， 降低了估计偏误。
鉴于此， 合成控制法在自贸试验区政策效应评估领域中也得以应用， 王利辉和刘志

红 （２０１７）［１１］对比真实上海地区与合成上海地区实际人均 ＧＤＰ、 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

总额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 发现上海自贸试验区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 刘

秉镰 （２０１８）［１２］采用合成控制法， 选取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进出口总额

等指标分析了我国四大自贸试验区政策对设立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 并根据不同自贸试

验区的不同功能定位， 比较了自贸试验区政策对设立地区经济效应的差异化影响。
本文的研究创新在于： 第一， 在现有文献主要研究自贸试验区设立对所在地区

经济效应评估的基础上， 拓展到了区域辐射层面， 该研究视角更贴近于国家对各地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区域化特色定位； 第二， 研究方法上， 首次将基于交互固定效应

模型 （ＩＦＥ） 的广义合成控制法 （Ｘｕ， ２０１７） ［１３］引入自贸试验区政策效应分析， 从

而满足自贸试验区政策对区域经济辐射效应的多个处理组单元需求， 克服了传统合

成控制法 （Ａｂａｄｉ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仅适用于分析单个处理组单元的缺陷； 第三， 经

济效应评价指标选取方面， 在考虑反映经济增长总量指标的基础上， 还纳入了工业

企业利润率、 财政收入增长率等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 从而可以更好地评价自

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是否促进了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 以成立时间最长的上

海自贸试验区为例， 分析 ２０１５ 年扩区前后 １􀆰 ０ 版和 ２􀆰 ０ 版的制度创新措施对区域

经济辐射效应的变化， 可以反映不同阶段制度创新推进效果的差异。

二、 自贸试验区对区域辐射效应的影响机制

从国务院对各地自贸试验区的总体方案来看， 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一般分为

投资制度创新、 贸易监管制度创新、 金融制度创新和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等四大

领域 （李墨丝和沈玉良， ２０１５） ［１４］。 自贸试验区对区域的辐射效应主要通过以上领

域的制度创新措施进行微观传导， 再传导至产业和宏观经济发展层面， 最终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的总量和质量提升。
第一， 投资领域。 自贸试验区在国内率先进行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试

点①， 推行 “不列入即开放” 的管理理念， 提高了外商投资项目的可预见性 （李墨

丝和沈玉良， ２０１５）。 由于我国目前在服务业领域对外资开放的程度较低， 因此负

面清单目录缩减的重点是服务业， 而且各地自贸试验区也将扩大开放服务业作为重

点内容之一。 由于高端服务业主要在中心城市集聚， 因而通过自贸试验区所在中心

城市的投资开放措施， 可以在提升中心城市高端服务功能的同时， 通过产业链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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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截止到目前， 自贸试验区共出台了 ６个版本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其中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版本为上海自

贸试验区版负面清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的 ４个版本为全国自贸试验区版负面清单。



游传导机制发挥总部—制造基地联动效应 （赵弘， ２０１２） ［１５］， 带动非中心城市的制

造业发展， 最终提升整个区域的产业规模和竞争力。
第二， 贸易领域。 自贸试验区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口岸通关贸易便利化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试点， 并有多项贸易便利化措施实现了在国内其他地区的复

制推广 （彭羽和陈争辉， ２０１４） ［１６］。 同时， 各地自贸试验区也进行了区域通关一体

化制度创新 （汤蕴懿， ２０１６） ［１７］， 如长三角通关一体化、 泛珠三角通关一体化等，
区域通关一体化措施的试点和实施， 打破了进出口货物在各地海关通关环节中的壁

垒和障碍， 有利于降低企业在涉及多个地区海关通关中的贸易成本 （江若尘和陆

煊， ２０１４） ［１８］， 最终提升区域供应链中的货物流转效率。

图 １　 自贸试验区对区域经济发展辐射的影响路径

第三， 金融领域。 自贸试验区在自由贸易帐户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ＦＴ） 体系、 跨境

融资便利化等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 跨境融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可以帮助实业投

资类企业获取利率更低的境外资金， 降低其融资成本， 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Ｙａｏ ａｎｄ Ｗｈａｌｌｅｙ， ２０１５） ［１９］。 由于这些制度创新的总体导向是服务于实体经济，
企业只要注册于自贸试验区即可以享受其金融制度创新措施， 加之自贸试验区的企

业开业成本较低， 因而吸引了大量周边地区的企业入驻， 从而较好地发挥了金融创

新服务于周边地区制造业企业的产业间辐射效应。
第四， 事中事后监管领域。 自贸试验区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 在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 建立部门间协同监管制度、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等方面进行了试

点。 这些制度创新措施可以提高政府监管的透明度， 优化政府监管流程， 降低监管

成本， 促进营商环境的改善和优化。 从区域传导机制上看体现为制度创新示范学习

效应， 这不仅指自贸试验区政府职能相关制度创新措施在其他区域复制推广的被动

学习效应 （黄先海和陈航宇， ２０１３） ［２０］， 还包括因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带来的其他

区域内各政府的主动改革效应 （王庆五， ２０１５）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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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于 ＩＦＥ模型的广义合成控制法的实证分析

（一） 实证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１􀆰 模型构建

假设 Ｙｉｔ 为单位 ｉ 在时刻 ｔ 的经济效益指标， 令 τ 和 ｃ 分别表示处理组和控制组

的单元集合。 总单元数为 Ｎ ＝ Ｎｔｒ ＋ Ｎｃｏ ， 其中 Ｎｔｒ 和 Ｎｃｏ 分别为处理单元数和控制单

元数， 并且所有的集合均可在 Ｔ 期内观测到。 令 Ｔ０， ｉ 表示单元 ｉ 第一次在时刻

（Ｔ０， ｉ ＋ １） 接受处理的预处理期数， 并在 ｑ ｉ ＝ Ｔ － Ｔ０， ｉ 期间内持续被观测到。 在

观测的时间跨度内， 控制组受政策的直接持续影响较小或不明显①。 为便于说

明， 本文假设所有的处理组首次同时受到政策的影响， 即 Ｔ０， ｉ ＝ Ｔ０， ｑ ｉ ＝ ｑ ， 设

定模型如下：
Ｙｉｔ ＝ ξｔ ＋ δｉｔ Ｄｉｔ ＋ ｘ′ｉｔβ ＋ λ′ｉ ｆ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若单元 ｉ 在时刻 ｔ 受到政策干预， Ｄｉｔ ＝ １， 否则 Ｄｉｔ ＝ ０， 即当 ｉ∈ τ 且 ｔ ＞
Ｔ０ 时， Ｄｉｔ ＝ １， 否则 Ｄｉｔ ＝ ０。 ξｔ 是影响所有地区的经济变量的时间固定效应； δｉｔ 是单

元 ｉ 在时刻 ｔ 的异质性处理效应； ｘｉｔ 是一个 （ｋ × １） 维的可观测到的协变量， 代表一

组不受自贸试验区是否设立影响的控制变量， β ＝ ［β１， …， βｋ］ ′ 是一个 （ｋ × １） 的

不可观测的系数向量， ｆｔ ＝ ［ ｆ１ｔ， …， ｆｒｔ］ ′ 是一个 （ ｒ × １） 的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向

量， λ ｉ ＝ ［λ ｉ１， …， λ ｉｒ］ ′是一个 （ ｒ × １） 的不可观测因子载荷向量， 代表不可观测的

地区固定效应， εｉｔ 代表未观测到的单元 ｉ 在时刻 ｔ 的冲击， 其均值在地区水平上为

零。 设 Ｙｉｔ（１） 和 Ｙｉｔ（０） 分别为单元 ｉ 在时刻 ｔ 当 Ｄｉｔ ＝ １和 Ｄｉｔ ＝ ０时的潜在结果， 即

Ｙｉｔ １( ) ＝ ξｔ ＋ δｉｔ ＋ ｘ′ｉｔβ ＋ λ′ｉ ｆｔ ＋ εｉｔ 和 Ｙｉｔ ０( ) ＝ ξｔ ＋ ｘ′ｉｔβ ＋ λ′ｉ ｆｔ ＋ εｉｔ 。 其中， Ｙｉｔ（１） 表

示第 ｉ 个地区在时刻 ｔ 内设立自贸区或受到自贸区影响的经济变化， Ｙｉｔ（０） 表示第 ｉ
个地区在时刻 ｔ 内没有设立自贸区或未受到自贸区影响的经济变化。

基于交互固定效应模型的广义合成控制法 （ＧＳＣ） 对处理单元 ｉ 在时刻 ｔ 的处

理效果的估计量由真实结果与其估计的反事实估计值之差给出： δ
︿
ｉｔ ＝ Ｙｉｔ １( ) －

Ｙ
︿
ｉｔ（０） ， 其中， Ｙ

︿
ｉｔ（０） 由以下步骤得到。

一是假设控制组由交互固定效应模型给出：
Ｙｃｏ ＝ Θ ＋ Ｘｃｏβ ＋ Ｆ∧′ｃｏ ＋ εｃｏ （２）

其中， Ｙｃｏ ＝ ［Ｙ１， Ｙ２， …， ＹＮｃｏ
］ 和 εｃｏ ＝ ［ε１， ε２， …， εＮｃｏ

］ 是 （Ｔ × Ｎｃｏ） 的矩

阵； Θ ＝ ［ξ１， ξ２， …， ξＴ］是一个 （Ｔ × １）的矩阵； Ｘｃｏ 是 （Ｔ × Ｎｃｏ × ｐ）的矩阵；∧ｃｏ ＝
［λ１， λ２， …， λＮｃｏ

］ 是 （Ｎｃｏ × ｒ） 的矩阵。 仅使用自贸试验区区域外的控制组数据

进行有约束的 ＯＬＳ估计， 得到外生协变量估计系数 β
︿
、 共同因子 Ｆ

︿
、 控制组的因

子载荷∧
︿

ｃｏ 及 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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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控制组包括辐射区域以外的地区， 自贸试验区政策对辐射区域以外的直接持续影响较小或不明显

（现有国内关于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效应评估文献均以此假设为前提）。



β
︿
， Ｆ

︿
， Θ

︿
， ∧

︿
ｃｏ( ) ＝ ａｒｇｍｉｎ

β ， Ｆ ， Θ ， ∧ ｃｏ

∑
ｉ∈ｃ

ｅ ｉ′ ｅ ｉ ＝ ａｒｇｍｉｎ
β ， Ｆ ， Θ ， ∧ ｃｏ

∑
ｉ∈ｃ

Ｙｉ － Θ － Ｘ ｉ β
 － Ｆ λ ｉ( ) ′

　 　 　 　 　 　 　 　 　 　 　 　 Ｙｉ － Θ － Ｘ ｉ β － Ｆ λ ｉ( ) （３）

Ｆ ′ Ｆ ／ Ｔ ＝ Ｉｒａｎｄ∧ ′ｃｏ ∧ ｃｏ ＝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二是仅使用处理组 （自贸试验区区域内的地区） 接受处理前样本进行无约束

ＯＬＳ估计， 得到每个处理个体的因子载荷 λ
︿
ｉ 和 ξ

︿
ｔ ：

　 　 　 　 λ
︿
ｉ ＝ ａｒｇｍｉｎ

λ ｉ
Ｙ０ｉ － ξ

︿
ｔ
０ － Ｘ０ｉ β

︿ － Ｆ
︿ ０ λ ｉ( ) ′ Ｙ０ｉ － ξ

︿
ｔ
０ － Ｘ０ｉ β

︿ － Ｆ
︿ ０ λ ｉ( )

＝ Ｆ
︿ ０′ Ｆ

︿ ０( ) －１ Ｆ
︿ ０′ Ｙ０ｉ － Θ

︿ ０ － Ｘ０ｉ β
︿

( ) ， ｉ∈ τ

（４）

其中， β
︿
和 Ｆ

︿ ０ 从第一步得到， “０” 表示接受自贸试验区政策处理之前。
三是基于以上估计系数， 计算处理组 （自贸试验区区域内的地区） 接受政策

处理后的 “反事实” 对照组：

Ｙ
︿
ｉｔ ０( ) ＝ ｘ′ｉｔ β

︿ ＋ λ
︿
′ｉ ｆ
︿
ｔ ＋ ξ

︿
ｔ， ｉ∈ τ （５）

最后可得受自贸试验区政策影响的处理组地区平均处理效应 ＡＴＴ估计量为：

ＡＴＴ
︿

ｔ ＝
１
Ｎｔｒ

æ

è
ç

ö

ø
÷∑

ｉ∈τ
Ｙｉｔ １( ) － Ｙ

︿
ｉｔ ０( )[ ] ， ｉ∈ τ 且 ｔ ＞ Ｔ０ （６）

借鉴 Ｘｕ （２０１７） 的方法， 本文利用未受到自贸试验区政策影响的控制组地区

数据 ｛Ｙｉ， Ｘ ｉ｝ 估计交互固定效应模型， 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来确定最小化均方预

测偏误 ＭＳＰＥ（ ｒ） ＝∑
Ｔ０

ｓ ＝ １
∑ ｉ∈Ｔ

ｅ２ｉｓ ／ Ｔ０ 的共同因子的个数 ｒ∗ ， 其中， Ｔ０ 表示所有的自

贸试验区政策预处理阶段， ｓ∈｛１， …， Ｔ０｝ ， 预测偏误 ｅｉｓ ＝ Ｙ（０） ｉｓ － Ｙ
︿
（０） ｉｓ 。 以及

通 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的 方 法 得 到 不 确 定 估 计 ＡＴＴ
︿

的 方 差

Ｖａｒ ＡＴＴ
︿

｜ Ｄ， Ｘ， ∧， Ｆ( ) ＝ １
Ｂ∑

Ｂ

ｋ ＝ １
（ＡＴＴ

︿ ｋ( )

ｔ － １
Ｂ∑

Ｂ

ｊ ＝ １
ＡＴＴ
︿ （ ｊ）

ｔ ）
２

， 其 中 Ｂ 表 示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的次数， ｊ， ｋ∈ ｛１， …， Ｂ｝ 。
２􀆰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选取 ３１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 ２００９Ｑ１—２０１７Ｑ４ 的季度数据， 从自贸试

验区政策对区域经济辐射影响的视角， 研究自贸试验区政策产生的经济总量效应和

经济质量提升效应。 其中， 自贸试验区主要选取上海自贸试验区、 天津自贸试验区

和广东自贸试验区， 对应的辐射区域分别为长三角 （上海市、 浙江省、 江苏省和

安徽省）、 京津冀 （天津市、 北京市和河北省）、 珠三角 （广东省） 地区。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完整性， 本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 （ＧＤＰ）、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率 （ ｆｉ）、 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 （ ｉｅｐ）、 进口总额

同比增长率 （ ｉｍｐ） 和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 （ ｅｘｐ） 作为描述自贸试验区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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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效应的指标。 其中，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作为描述地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

量，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率作为描述地区投资的代理变量， 进出口总额同

比增长率、 进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和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作为描述地区货物进出口贸

易的代理变量。 本文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作为描述自贸试验区经济增长质

量效应的指标。 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 （ｐｒｆ） 作为描述企业经济增长质

量的微观层面代理变量， 政府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率 （ｇｏｖ） 作为描述地区经济增长

质量的宏观代理变量。
本文选取自贸试验区建设虚拟变量 （ Ｄｉｔ ）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若受到自贸试

验区政策影响则 Ｄｉｔ ＝ １， 否则， Ｄｉｔ ＝ ０。
为控制其他影响地区经济增长总量和质量的因素， 本文参考叶修群 （２０１８） 的方

法， 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 社会消费水平 （ｃｏｍ）、 贸易依存度 （ｗｍｉ）、 第二产业发展

水平 （ｓｅｃ） 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ｔｈｄ）。 在经济发展中， 社会生产规模的变化与社会

消费水平紧密相关， 社会生产规模又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故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占 ＧＤＰ比重表示社会消费水平， 从而反映地区社会生产规模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总量和

质量的影响； 用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来表示贸易依存度， 反映对外贸易对地区经济

增长总量和质量的影响； 用第二产业 ＧＤＰ占 ＧＤＰ比重表示第二产业发展水平， 反映工

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总量和质量的影响； 用第三产业 ＧＤＰ 占 ＧＤＰ 比重表示第

三产业发展水平， 反映产业转型升级对地区经济增长总量和质量的影响。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ＤＰ ０􀆰 １１８ ０􀆰 １０５ －０􀆰 ７０７ １􀆰 ８９１
ｆｉ ０􀆰 １９２ ０􀆰 １８５ －０􀆰 ７３３ ２􀆰 ９７９
ｉｅｐ ０􀆰 ４７０ １􀆰 ５８６ －０􀆰 ９００ ９􀆰 ０９９
ｉｍｐ ０􀆰 ５１０ １􀆰 ８５３ －０􀆰 ９３２ ２０􀆰 ３１
ｅｘｐ ０􀆰 ５２３ １􀆰 ８２７ －０􀆰 ９５０ １５􀆰 ６５
ｐｒｆ ０􀆰 ０６２７ ０􀆰 ０３３４ －０􀆰 ２３５ ０􀆰 ３５３
ｇｏｖ ０􀆰 １５８ ０􀆰 １７２ －０􀆰 ５６２ ２􀆰 １１７
ｌｎｓｅｃ －０􀆰 ８０６ ０􀆰 ２３２ －１􀆰 ６８６ －０􀆰 ３３２
ｌｎｔｈｄ －０􀆰 ８３９ ０􀆰 ２０４ －１􀆰 ９２５ ０􀆰 ２８６
ｌｎｗｍｉ －２􀆰 ０２８ １􀆰 １２７ －６􀆰 １２８ ０􀆰 ４５０
ｌｎｃｏｍ －１􀆰 ０１７ ０􀆰 １８４ －１􀆰 ５４０ ０􀆰 ４５３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９Ｑ１—２０１７Ｑ４ 的季度数据对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经济效应进行分

析。 其中， ２００９Ｑ１—２０１３Ｑ３ 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预处理时期， ２０１３Ｑ４—
２０１７Ｑ４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处理时期； ２００９Ｑ１—２０１５Ｑ１为天津自贸试验区和

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预处理时期， ２０１５Ｑ２—２０１７Ｑ４ 为天津自贸试验区和广东自

贸试验区建设的处理时期。
为消除季节因素的影响， 降低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增强可对比性， 本文对除同

比增长率以外的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并做对数处理。 以上所有数据均来源于 Ｗｉｎｄ 数

据库、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统计局网站。

１７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 ９期 经贸论坛



（二） 实证分析结果

为了分析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定位区域的经济增长总量和质量的影响， 本文采用基于

交互固定效应模型的广义合成控制法， 按照自贸试验区建设总体设计方案将长三角看作

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处理组， 将京津冀看作天津自贸试验区政策处理组， 由于广东自贸

试验区定位面向粤港澳深度合作发展， 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由于数据

口径的原因未纳入本文研究之中， 故单独把珠三角 （广东省） 作为广东自贸试验区政

策研究的处理组。
１􀆰 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总量的影响

关于区域经济总量指标， 本文选择 ＧＤＰ 增长率、 固定资产增长率、 进出口总

额增长率、 进口总额增长率、 出口总额增长率共 ５个指标进行分析。 限于篇幅， 仅

重点汇报 ＧＤＰ 增长率这个总量指标， 其他 ４个指标通过表 ２汇总集中反映。
如图 ２所示， 在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之前自贸试验区定位区域 ＧＤＰ 同比增长

率与合成区域 ＧＤＰ 同比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说明二者在政策实施前达到

了较高的拟合程度。

图 ２　 自贸试验区辐射下真实区域与合成区域 ＧＤＰ增长率指标变化

　 注： 各图中深色区域表示自贸试验区设立后， 浅色区域为自贸试验区设立前； 横轴数字表示分季度期数。

上海自贸试验区定位区域在政策实施之后， 其真实值与合成值之差逐渐扩大，
且其差异始终位于 ０轴之上， 通过计算， 其平均处理效应为 ０􀆰 ０２９， 说明上海自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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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区政策的实施给其定位区域的 ＧＤＰ 增长率带来了正向影响； 天津自贸试验区

对其定位区域的 ＧＤＰ 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真实值与合成值整体没有太大差异，
其平均处理效应约为－０􀆰 ００８， 说明天津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以后， 其定位区域京

津冀的 ＧＤＰ 增长受天津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影响较小； 珠三角区域 ＧＤＰ 增长率的真

实值和合成值在广东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之后， 其差异整体大于 ０值， 即处理效应

整体位于 ０轴上半部分， 其平均处理效应为 ０􀆰 ０３７， 综合说明珠三角区域 ＧＤＰ 增长

率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推动下显著提高。
２􀆰 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本文主要采用微观层面的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指标和宏观层面的财政收入增长

率指标来分析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①。
本文考察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辐射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情况

（见图 ３）。 观察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前的差异变化可知， 真实区域与合成区域的企

业利润率的变化趋势整体保持一致， 且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异较小， 说明二者的拟

合程度较好。

图 ３　 自贸试验区辐射区域与合成区域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指标变化

　 注： 各图中深色区域表示自贸试验区设立后， 浅色部分为自贸试验区设立前； 横轴数字表示分季度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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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以下仅汇报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指标的影响变化。



自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之后， 真实长三角区域与合成长三角区域企业利润

率的差异逐渐明显， 在样本中后期真实值整体位于合成值上部且二者差异较大， 平

均处理效应为 ０􀆰 ０１０４， 说明长三角区域企业利润率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初期所

受影响较小， 但随着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政策实施的全面深入， 其正向影响越

来越明显； 天津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后京津冀地区企业利润率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０􀆰 ００５， 说明天津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后， 京津冀区域的企业利润率相比政策实施

之前平均上升了 ０􀆰 ５％， 结合真实区域和合成区域的企业利润率拟合图来看， 京津

冀区域企业利润率整体受到天津自贸试验区政策的正向显著影响； 广东自贸试验区

政策实施后， 珠三角区域企业利润率整体呈现正向增长趋势， 真实珠三角区域企业

利润率绝大部分位于合成区域以上， 其平均处理效应为 ０􀆰 ００２， 综合说明广东自贸

试验区政策对珠三角区域企业利润率的增长有正向影响。
３􀆰 对辐射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和质量指标影响结果的汇总比较

表 ２显示了上海自贸试验区、 天津自贸试验区和广东自贸试验区对其各自辐射

区域的经济增长总量和质量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在 ＧＤＰ 增长率方面， 自贸试验

区对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域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７， 上海自贸试

验区和广东自贸试验区对长三角区域与珠三角区域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中上

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对长三角区域 ＧＤＰ 增长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 ＧＤＰ 增长率相对

上海自贸试验区平均提升了 ２􀆰 ９％。 相比之下， 在观察期内天津自贸试验区建设对

京津冀地区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较小。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方面， 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对长三角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

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以后， 长三角地区固定资产投

资额增长率平均上涨了 ６􀆰 ７％。 天津自贸试验区和广东自贸试验区对区域固定资产

投资未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２　 三大自贸试验区对辐射区域经济效应的平均处理效应

总量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 长三角 ＡＴＴ 京津冀 ＡＴＴ 珠三角 ＡＴＴ

ＧＤＰ 增长率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７∗

固定资产增长率 ０􀆰 ０６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８３

进出口总额增长率 ０􀆰 ０７８∗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５

进口总额增长率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９

出口总额增长率 ０􀆰 １５３∗ ０􀆰 ０９８∗ ０􀆰 ００１

企业利润率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财政收入增长率 ０􀆰 ０７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８１∗

注： 用∗注释的数字表示对应指标的真实值与合成值之间有明显的趋势性差异； 未用∗注释的数字表示对应

指标的真实值与合成值之间无趋势性差异。

在货物进出口增长率方面， 上海自贸试验区和天津自贸试验区对定位地区的进出口

总额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政策实施后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平均上升了

７􀆰 ８％； 京津冀区域在天津自贸试验区成立后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平均上升了 ４􀆰 ９％； 而广

４７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 ９期



东自贸试验区在观测期内对珠三角区域的进出口总额整体未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在货物

出口贸易方面， 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后， 长三角区域出口总额增长率平均上升了

１５􀆰 ３％。 京津冀区域的出口总额在天津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以后平均上升了 ９􀆰 ８％。
在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方面， 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对长

三角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 长三角区域企业利润率在

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之后平均提高 １􀆰 ０４％； 京津冀区域的企业利润率相比天

津自贸实验区政策实施之前平均上升了 ０􀆰 ５％； 广东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后， 珠三

角区域企业利润率整体呈现正向增长趋势， 真实珠三角区域企业利润率绝大部分位

于合成区域以上， 说明广东自贸试验区政策对珠三角区域企业利润率的增长有正向

影响。 在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方面， 上海自贸试验区和广东自贸试验区都对各自定位

区域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长三角区域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政

策实施以后平均上涨了 ７􀆰 ３％， 珠三角区域平均上涨了 ８􀆰 １％。 相比较而言， 天津

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之后， 京津冀区域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４􀆰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贸试验区建设对辐射区域的经济效应系来自于自贸试验区政

策的实施而非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由于基于交

互固定效应模型的广义合成控制法 （Ｘｕ， ２０１７） 直接通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构建了平

均处理效应的不确定性估计， 因而本文没有选择 Ａｂａｄｉｅ （２０１０） 所采用的安慰剂检验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Ｔｅｓｔｓ） 方法来说明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的显著性。
受篇幅限制， 在正文中本文以经济增长总量指标中 ＧＤＰ 增长率、 进出口总额

增长率与质量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 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作为双重差分

法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分析长三角区域、 京津冀区域和珠三角区域在自贸试验区建

设前后的经济增长总量和质量的差异。 为此， 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法模型如下：
Ｙｉｔ ＝ β０ ＋ β１ ｄｕｉ × ｄｔｉ ＋ γ Ｘ ｉｔ ＋ φｔ ＋ εｉｔ （７）

其中， Ｙｉｔ 表示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经济水平指标， 包括 ＧＤＰ 增长率、 进

出口总额增长率、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和政府财政收入

增长率； ｄｕｉ 为地区虚拟变量， 若 ｄｕｉ ＝ １为处理组， 若 ｄｕｉ ＝ ０为控制组； ｄｔｉ 为时间

虚拟变量， 若 ｄｔｉ ＝ １为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之后， ｄｔｉ ＝ ０为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之

前； ｄｕｉ × ｄｔｉ 为地区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 其系数即为自贸试验区政

策对其设立地区与定位地区企业利润率的净效应； Ｘ ｉｔ 为控制变量， 包括贸易依存

度、 社会消费水平、 第二产业规模和第三产业规模； φ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未观

测到的单元 ｉ 在时刻 ｔ 的冲击。
表 ３为自贸试验区政策对其定位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和质量效应的双重差分核心

系数汇总表， 结合表 ２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定位区域经济指标平均处理效应来看， 基

本上与广义合成控制法的结果一致， 整体说明基于交互固定效应模型的广义合成控

制法在政策评估领域具有可行性。 其中个别指标的双重差分法结果的估计系数显著

性与广义合成控制法不一致， 可能是由于双重差分法在政策评估中的偏误要大于广

义合成控制法， 从而引致二者估计结果不一致 （Ｘｕ，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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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自贸试验区建设对辐射区域经济效应的双重差分法结果汇总表

变量 长三角区域 京津冀区域 珠三角区域
区域生产总值增长率 ０􀆰 ０３２８∗∗ －０􀆰 ０３１９∗∗∗ ０􀆰 ０２６２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长率 ０􀆰 ０５０８∗ －０􀆰 ００７９９ ０􀆰 ０７００
进出口总额增长率 ０􀆰 １０５∗ ０􀆰 ０５３８ ０􀆰 ０７９１
进口总额增长率 ０􀆰 ０２１４ －０􀆰 １４９ －０􀆰 １４１
出口总额增长率 ０􀆰 ０９７９ ０􀆰 １５３ ０􀆰 １３５

企业利润率 ０􀆰 ０２２１∗∗∗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１７０∗

财政收入增长率 ０􀆰 ０７３０∗∗∗ ０􀆰 ０２１３ ０􀆰 ０９８５∗∗

注：∗∗∗、∗∗和∗表示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四、 拓展分析： 扩区效应和投资挤出效应

自贸试验区战略已实施近 ６年时间， 作为最早启动运行的上海自贸试验区， 前

后历经了一次扩区 （２０１５ 年） 和一次新设片区 （２０１９ 年）， 试点载体和内容的变

化是否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差异性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同时， 由于前述实证研

究表明自贸试验区对辐射区域投资总量的促进作用总体不明显①， 因而需要进一步

分析自贸试验区是否因光环效应而引致对周边辐射区域产生投资挤出效应， 进而影

响后者的可持续发展。
（一） 扩区效应： 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

由于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国内第一个设立的自贸试验区， 且在制度创新措施上有

较强的政策延续性和递进性， 因而本文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 分析其设立后的试

点载体和内容的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差异性。
２０１３年 ９月， 国务院发布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１􀆰 ０版），

明确试点的地理范围限于上海综合保税区的 ２８􀆰 ７８平方公里； ２０１５年 ４月， 国务院发布

《进一步深化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 （２􀆰 ０版）， 将地理面积拓展

到 １２０􀆰 ７２平方公里， 涵盖范围除上海综合保税区外， 还扩大到陆家嘴金融片区、 金桥

开发片区和张江高科技片区， 试点地理范围的扩大和试点内容的深化， 意味着自贸试验

区的投资、 金融、 贸易等制度创新措施具有更多和更优的试点载体基础。
本文以上海自贸试验区 ２􀆰 ０ 版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扩区） 为界点， 分析上海自贸试

验区政策导向变化的效应差异， 在计算上海地区和长三角区域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扩

区前后经济增长总量和质量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的基础上， 通过对比扩区前与扩区

后平均处理效应的大小， 来判断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扩区前后的效应差异。
表 ４汇报了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前后上海地区和长三角区域经济指标的平均处

理效应， 本文将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前 （２０１３Ｑ４—２０１５Ｑ２） 定义为自贸试验区

１􀆰 ０版本， ２０１５Ｑ３—２０１７Ｑ４定义为自贸试验区 ２􀆰 ０ 版本。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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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述研究中， 粤、 津自贸试验区对珠三角和京津冀区域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只有上海自贸试

验区对长三角 （苏浙沪皖） 的影响是显著促进的， 但之前区域辐射效应的样本中包含了上海， 故在拓展分析

中需要剔除上海后， 看自贸试验区是否挤出了苏、 浙、 皖三省的投资。



海自贸试验区 ２􀆰 ０版本的平均处理效应整体高于自贸试验区 １􀆰 ０版本的平均处理效

应， 比如 ＧＤＰ 增长率， 上海地区和长三角区域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后的平均处

理效应均高于扩区前的平均处理效应； 同样， 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后的企业利润率

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 ０􀆰 ０３７ 和 ０􀆰 ０１３， 均高于扩区前的 ０􀆰 ０１８ 和 ０􀆰 ００５。 结合前

文中的广义合成控制法结果， 一方面说明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在实施初始阶段并未

完全发挥出来， 对上海地区和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甚微； 另一方面也说明上

海自贸试验区在 ２０１５年 ４月实施扩区之后， 因试点范围的拓展使其产生的区域辐

射效应有显著提升。

表 ４　 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扩区前后的经济效应比较

变量

上海地区 长三角区域（苏浙沪皖）

扩区前（自贸
试验区 １􀆰 ０版本）

扩区后（自贸
试验区 ２􀆰 ０版本）

扩区前（自贸
试验区 １􀆰 ０版本）

扩区后（自贸
试验区 ２􀆰 ０版本）

ＧＤＰ 增长率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９９ ０􀆰 ０３４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０􀆰 ０２１ ０􀆰 １９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８９
进出口总额增长率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１ ０􀆰 ０３９ ０􀆰 ０９９
进口总额增长率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９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４７
出口总额增长率 ０􀆰 ０１３ －０􀆰 １４８ ０􀆰 １２２７ ０􀆰 １６９

企业利润率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３
财政收入增长率 ０􀆰 ００２ ０􀆰 ０８５ ０􀆰 ０４１ ０􀆰 ０９０

注：此处的时间动态经济效应为上海自贸试验区不同版本时期内的平均处理效应。

（二） 投资挤出效应： 以上海、 天津自贸试验区为例

本文以上海自贸试验区和天津自贸试验区为例分析其是否存在投资的挤出效

应， 此处选择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率作为投资的代理变量。 在 Ｘｕ
（２０１７） 提出的基于交互固定效应模型的广义合成控制法的基础之上， 选取与上海

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安徽、 浙江、 江苏等地作为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的处理组单

元， 选取河北、 北京等地作为天津自贸试验区政策的处理组单元。
为了清晰地观察上海自贸试验区和天津自贸试验区对除设立地区以外的周边区

域投资的挤出效应， 本文在广义合成控制法的基础之上计算了真实区域与合成区域

的投资差异， 图 ４为两大自贸试验区建设前后的处理效应。 其中， 黑色实线为处理

效应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白色水平线为 ０轴， 白色垂直线为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的

分割线， 灰色阴影部分为 ９５％的置信区间。 从图 ４可以看出， 在自贸试验区政策实

施之前， 真实区域与合成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差值始终围绕 ０ 轴上下波动，
整体没有明显的趋势变化， 说明真实区域与合成区域达到了较高的拟合程度。 在自

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之后， 真实区域与合成区域的差值仍未展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
且在观测期内处理效应多次在 ０值附近波动， 上海自贸试验区和天津自贸试验区政

策实施后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 ０􀆰 ０３２和－０􀆰 ００７， 虽然天津自贸试验区在样本观测

后期的处理效应逐渐变大， 但整体未产生显著影响。 这表明自贸试验区政策的实施

对周边区域的投资未产生明显的投资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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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上海和天津自贸试验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处理效应

注： 图中 ０期对应的是自贸试验区设立的时间点， ０期左边为设立前， ０期右边为设立后。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基于交互固定效应模型的广义合成控制法， 就自贸试验区对区域经济总量

和质量提升的辐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同时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实证结果

总体稳健， 实证分析结论如下。
第一， 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区域经济总量的促进作用总体不太明显。 自贸试验区

对三大区域经济圈总量的辐射效应中， 只有上海自贸试验区对长三角区域的经济总

量指标有明显促进作用； 天津自贸试验区对京津冀地区经济总量的促进作用只体现

在出口和进出口这两个贸易指标上， 而对 ＧＤＰ 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没有产生

趋势性影响； 广东自贸试验区对珠三角地区经济总量的影响只体现在 ＧＤＰ 增长上，
在固定资产投资、 进出口等指标上无趋势性影响。

第二， 与总量指标相比， 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区域经济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明

显。 在反映宏观层面经济效益的财政收入增长率指标上， 上海自贸试验区和广东自

贸试验区分别对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产生正向影响， 天津自贸试验区该指标的

区域辐射作用不明显。 在反映微观层面经济效益的工业企业利润率指标上， 上海自

贸试验区、 天津自贸试验区和广东自贸试验区分别对长三角地区、 京津冀地区和珠

三角地区的工业企业利润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这表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对区域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至少从区域辐射层面上看， 自贸试验区建设总

体符合国家对其发展的定位。
第三， 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前后对长三角区域经济的辐射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反映了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措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试点空间和载体， 进而产生更

强的经济外溢效应。 不管是从经济总量指标 （ＧＤＰ 和固定资产投资）， 还是经济发

展效益指标 （企业利润率和财政收入增长率） 上看，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扩区后的上海自

贸试验区对长三角区域的辐射效应都明显高于扩区之前。 自贸试验区扩区行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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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制度改革探索具有渐进性、 “干中学” 和主动改革的特征。
第四， 自贸试验区对周边辐射区域的发展不存在投资挤出效应。 对固定资产增

长率指标进行的广义合成控制法分析表明， 上海自贸试验区和天津自贸试验区政策的

实施对周边区域 （分别对应苏浙皖和京冀地区） 的投资未产生明显的投资挤出效应，
这可以解释为自贸试验区总体上遵循了制度创新路径， 避免了开发区模式下 “政策

洼地” 引致的引资竞争效应， 因而在投资上更多体现为增量， 而非存量转移。
鉴于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 应将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与区域

一体化协同发展结合起来， 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贸试验区的辐射带动效应， 通过自贸

试验区所在城市辐射周边区域的发展， 形成全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网络效应； 其

次， 下一步的自贸试验区建设应继续遵循和强调制度创新的路径， 通过制度创新的

复制推广推动我国总体经济产业结构转型； 最后， 当前的自贸试验区建设在制度创

新的力度方面存在瓶颈， 亟需国家层面在确保安全监管的前提下， 因地制宜地制定

各地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自主改革权限清单， 释放各地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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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
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 ａｖｏｉ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ｔ 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 ｓｔｏｃｋ”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ＦＴＺ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ｔ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 （ ＩＦ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 （ ＧＳ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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